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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篇帖子为拙文“邢云路测算回归年长度问题之再研究”（与王淼合著，即将在
《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的通俗版本。这篇文章技术性很强，之所以想到要为它写一个
通俗版本,一方面是因为感恩节放假在家，想找点事做做，另外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
我觉得该文讨论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其揭示出来的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个案，它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科技人物的工作中过去不太受我们注意的另外一个侧面，而且也提示
我们对这些人物自己的一些言行究竟要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进行解读。我很想知道，这种
个案在其他学科史中是否也可以找到，所以希望有更多科技史工作者能够了解这个个案。但
是，许多讨论古代科技的技术性文章往往为其自身的技术性所困，最终可能令许多学科史领
域外的读者望而却步，结果造成了学科史之间的某种壁垒，我的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这种壁
垒应该要通过某种方法加以打破，而写一个通俗本可能是最简单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邢云路完成了一本叫做《戊申立春考证》（下面简称《考证》）的书（或者不如

说是一篇长文）。从该书的内容来看，邢云路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证明当时官行的《大统历》在节气时刻推算

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误差。他所描述的证明过程为：首先，采用历史上天文学家公认可靠的方法，测量冬至前后特

定几个日期正午的表影长度，通过简单的线性插值法求出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冬至时刻；其次，用这个冬至时

刻和元代郭守敬所定的至元十七年（1280）冬至时刻求出回归年的长度；第三，用新的回归年长度值去推算万历三

十六年立春的时刻，并与《大统历》的推算结果比较，结果发现，后者误差超过一日。 
这个过程中有两点特别引起天文史家的兴趣：第一是邢云路测出的回归年长度，其值为365.242190日，用现代

理论验算，发现其全年误差仅2.3秒，成为1650之前中西天文学史上最为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第二，邢云路的测

量中使用了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中最高的圭表，表高6丈，比元代郭守敬的高表高出2丈，可谓规模空前。按照现代科

学的观点，这一历史事件的可以做这样的合理解读（这实际上也是目前对于邢云路这项工作进行解读的标准文

本）：从邢云路所叙述的推求回归年长度的方法本身来看，影响其推求精度的主要是冬至时刻的测量，而影响冬至

时刻测量的因素则主要是表影的测量结果；按照这个逻辑，邢云路推得如此高精度的回归年长度主要要归因于其对

冬至时刻的准确确定，而冬至时刻的准确确定则明显得益于其对影长的准确测量，对影长的准确测量当然主要要归

功于高表的使用。这样，邢云路的工作就被诠释成了一个完全合乎现代科学标准的过程：通过仪器的改进提高观测

精度，以精确的观测推导出一个最基本的天文常数，再以这个常数来验证某种过时的历法的错误。 
这种解读还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一个十分有力的旁证：在《考证》的正文之前附有一篇引文，是邢云路的一位

同僚王聘贤所写，题为“题<戊申立春考证>引”，其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他目击邢云路测影工作的情况：“岁将

冬至，士登（邢云路）日日候表下尺量，籍记晷差。……乃其（邢云路）候也，量也，算也，而首仰天，而瞚望

日，而手规北尺度秒分，前摹后验，若合符节。余皆目击其真，乌得駴异。至此，始信其技之果精，心之更苦

也。”由于邢云路所得回归年长度的准确性，我们当然很难怀疑这些记述的可靠性，而很容易把它当成是对一位为

追求科学而辛勤工作的古代科学家的精湛高超的观测水平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真实写照。 
然而，当我们用现代天文理论对邢云路留下的表影长度和冬至时刻进行检测时，上述解读的文本就变得十分

可疑了：与现代理论的计算值相比，他的表影测量结果的最小误差都达1.28米；与用现代理论求出的太阳实际通过

冬至点的时刻相比，他所得的1607年冬至时刻的误差也超过4.48小时；两项精度都远远不及元代郭守敬等人所达到

的水平。再对邢云路所用的测算方法本身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即便邢云路能够百分之百准确的测出所需的影长

值，他由此得到的冬至时刻的误差仍然会有1.41小时，这是由该测算方法本身的弱点和当时的天文条件决定的。从

理论上来说，要想把这一误差对回归年长度计算精度的影响降低到2秒钟以内，则邢云路要用的另一个冬至时刻至



少必须距1607年2500年以上，并且要百分之百准确。而这样一个数值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那么，邢云路得

到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的奥秘究竟和在呢？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邢云路所测得的冬至点时刻非常接近1607年平冬至（平太阳
[1]

通过冬至点
的时刻）的北京地方时，偏差仅0.079小时左右，这才是邢云路得到如此精确回归年长度的真正原因所在。然而，

这里又有两大疑点：首先，平太阳是一个假想的几何点，根本无法直接进行观测；第二，即便能够对平太阳进行直

接观测，那邢云路在兰州测到的也只应该是平冬至的兰州地方时，怎么结果却得到了一个与北京地方时更加接近的

结果呢（从《古今律历考》来看，邢云路十分清楚不同地点同一节气的地方时是不同的，但是他在《考证》中并没

有对测量结果进行地方时的换算，而是从他的测影结果中直接推出最终的冬至时刻值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邢

云路的冬至时刻根本就不是什么基于影长观测而推导出的结果。 
查《明实录》和《明史》，发现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邢云路就在上书朝廷，指出《大统历》在节气计

算方面与自己的推测值相比“皆相隔一日”，误差十分明显，并提出改历建议。邢云路当时给定的计算结果清楚地

表明，他此时已经掌握了一个回归年长度值，其精度与《考证》中“测定”的回归年长度的精度相当，甚至还略

强。而这个回归年长度也不可能是什么观测结果，因为： 
第一，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他所使用的方法原本就有一定的局限，不可能藉此得出误差在2秒钟左右的回归

年长度值。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邢云路在1596年前已经进行过这种观测，那他就没有必要在1607到1608年之间又跑

到兰州去再做一次测量。如果他在1596年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观测，那么，他完全可以根据已有的观测结果，在1607

年甚至1596年之前就写出一部像《戊申立春考证》那样的著作。 
那么他的回归年长度值究竟是如何得到的呢？我们注意到，元代郭守敬提出过一种所谓“岁实（即回归年）消

长”的理论，即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年长度会不断减短，减短的速度为每百年1分（0.0001日）。有理由

相信，邢云路的回归年长度值是根据郭守敬的回归年长度，通过这种消长修正而推出的。因为，邢云路的回归年长

度（365.242190日）实际比郭守敬的值（365.2425日）小3.1分，正好是316年中（1596到1280年之间的年数）岁实

应消去的分数。而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中我们可以在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接受《授时历》岁实消长

概念。 
问题是，既然邢云路早在1596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新回归年长度值，何以又要在十多年后费那么大的力气，跑

到兰州去立表测影呢？这就要提到邢云路1596年改历建议的遭遇。因为据《明史·历志》记载，邢云路的上述奏疏

写出之后，“钦天监见云路疏，甚恶之。监正张应候奏诋，谓其僭妄惑世”。尽管礼部尚书范谦上书支持邢云路，

但结果也只是“议上，不报”。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作为一种信念，古代天文学家

都知道，历法的制定必须以测验为本；邢云路无疑接受这一信念，想通过测影来证实自己从理论上推出的回归年长

度，以便为自己的改历主张赢得更加充分的信赖度；尤其是在当时他的改历建议面临着巨大阻力的情况下，他更需

要如此。 
从《戊申立春考证》中对测量过程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出，邢云路为了证明自己回归年长度的可靠性，的确是

着意对自己的观测工作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安排： 

首先，他把自己对回归年的测算建立在一个在古代公认可靠的测量方法的基础之上（《授时历议》一开始就指

出：对于节气的确定，“候之之法，不过植表测影，以究其气至之始”，然后用大量篇幅详细讨论了《授时历》制

定过程中使用这种方法对冬至时刻的确定，表明了古代历法家对这种方法的充分信任），而且确实在兰州进行了

立表测影工作。 
其次，他根据增加表高可以提高影长观测精度的经验事实（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此十分清楚，例如《授时历

议》中就明确指出：“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为分秒太、半、少之数，未易分别。表长，则分寸稍长。”尽管书中

同时说明了高表的缺点是“景虚而淡，难得实景”，但是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表端横梁和景符来有效地

加以克服，以致可以达到“不容有毫末之差”效果），着意使用了到当时为止最高的圭表，以显示自己在测量装置

方面的空前规模。 
第三，为了证明自己观测的可靠性，他特地安排了一位目击证人，写了那篇“题<戊申立春考证>引”的文



章，与《戊申立春考证》一起发表。文中那些表明“余皆目击其真”的文字无非是想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邢云

路不但确实进行过晷影测量，而且其测量技术非常高超，在测量过程中也极为认真（“始信其技之果精，心之更苦

也”），以致能够“前摹后验，若合符节”，所以，他的观测结果是非常可靠的。 
然而，无奈的是，由于立表测影求冬至的方法在邢云路时代存在着内在的不足，所以，当他发现测量结果同

预期中的回归年长度相差甚远时，只好对它们进行了自己所需要的调整，以便从中“导出”自己所需要的回归年长

度值。虽然他心里知道自己的这些数据并非完全来自实测，但是，他仍然要把它们写进《考证》，其目的不言自明

――只有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回归年长度是以精确的测量为基础的，才能赢得人们对自己所给数值的信赖，才有可能

推行自己的改历主张。 
邢云路的这个个案向我们表明，在解读古代科技人物的著作时，我们的确不能轻易地把古人写在序、跋甚至

正文中的内容作为历史结论直接写进我们自己的历史作品之中，以代替一个当代历史学家对于古人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把这些材料都作为需要解剖的对象，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去认识和解释历史。其实，这一点并

不是什么新发现。我只不过是想通过邢云路的例子来证明，对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来说，保持这种意识的确十分重

要。 

 
 

[1]
 我们知道，地球轨道是一个椭圆，所以，太阳运动（地球运动的反映）是不均匀的。但是，为了方便计算，天文学家往往假定有这样一个沿黄道运动
几何点，其运动速度与太阳运动的平均速度相等，这个点就是所谓的平太阳。 


